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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翻译本质属性与机器翻译的理论进路计算主义范式为研究对象，旨在探究计算主义范式应用于翻

译活动的固有局限。文章首先梳理翻译本质属性的历史理论发展脉络，厘清了翻译兼具语境动态性、社

会文化性与主体创造性的本质属性；继而阐释机器翻译逻辑进路计算主义的理论内涵，剖析符号计算、

形式化语义计算、联结主义的核心逻辑。研究发现，计算主义以形式化、静态化的数理运算处理语言意

义转换，与翻译的本质属性形成根本性、结构性冲突：计算主义范式难以适应复杂语境、难以识别语言

的深厚文化内涵，也不能模拟人类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研究表明，计算主义支撑下的机器翻译仅适

用于标准化文本，因而存在明显的理论与实践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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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takes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ranslation and computationalism—the theore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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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ach underlying machine translation—as its research objects, aiming to explore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applying the computationalism paradigm to translation activities. It first reviews the 
historical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ranslation and clarifies that trans-
lation is characterized by contextual dynamism, socio-cultural embeddedness, and subjective crea-
tivity. It then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s of computationalism as the logical approach of 
machine translation and analyzes the core logic of symbolic computation, formalized semantic com-
putation, and connectionism. The study finds that computationalism handles the transfer of linguis-
tic meaning through formalized and static mathematical operations, which is in fundamental and 
structural conflict with the essential attributes of translation: the computationalism paradigm 
struggles to adapt to complex contexts, to recognize the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of language, 
and to simulate the subjectivity and creativity of human translators. The study indicates that ma-
chine translation supported by computationalism is only applicable to standardized texts and 
therefore has clear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bounda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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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译是跨越语言与文化的融合性交互活动。历经直译意译思辨、语言学转向与文化转向，翻译的本

质逐步明确：翻译并非单纯的语言符号转换，而是融合动态语境、历史文化、主体阐释与审美创造的整

体意义重构过程。语境动态性、文化承载性与主体创造性等人文特质是人类语言的本质特征。人工智能

技术推动机器翻译不断迭代，从规则翻译、统计翻译发展至当下的大模型翻译，计算主义始终是其底层

逻辑范式。无论是经典符号计算、形式化语义计算，还是深度学习代表的联结主义计算，均将语言认知

与跨语言转换规约为形式化、规则化、数理化运算，当前的主流大语言模型翻译也并未脱离这一核心逻

辑。 
当前，机器翻译在通用、标准化文本场景中优势显著，但面对文化意象、修辞表达、文学文本与复

杂语境时，普遍存在语义不准确、文化属性缺失、语言意向与风格缺位等问题。这类缺陷并非单纯的技

术短板，而是计算主义静态化、形式化的逻辑内核，与翻译动态、多元、富有人文属性的本质形成了结

构性冲突。现有研究多偏向翻译理论梳理或算法优化，较少从翻译本体出发剖析范式根源。因此，本文

结合翻译本质与计算主义范式本质，从语境、文化、主体创造三方面阐释计算主义的固有局限，厘清机

器翻译的边界，为智能翻译与人机协同模式的良性发展提供参考。 

2. 翻译的本质属性研究 

翻译作为一种具有社会性、文化性、交互性、创造性、历史性的意义对等转换过程，享有上千年的

发展历史。中国有记载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夏商时期，由于当时文字和语言没有统一，翻译活动的出现

使得人们在思想、精神上的交流得以可能。国外有记载最早的翻译活动始于公元前 3 世纪，马其顿王国

的建立使得欧洲与亚洲获得连接，使用不同语言与文字的民族、文化在翻译活动的协助下获得快速发展

与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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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传统翻译研究对翻译本质的争论 

西方第一次较大规模的翻译实践出现在公元前 3 世纪的古罗马时期，主要是对希腊古典作品及圣经

的翻译。国内较具规模的翻译实践始于汉代，兴于唐代，主要是对梵语佛经的翻译。无论是国外还是国

内，最初的翻译实践主要以直译为主，强调对原文的虔诚与绝对忠实。国内佛学大师、翻译大师支谦明

确提出了“不加文饰”，重“质”的直译翻译观[1]。对直译观的批判始于古罗马政治家、哲学家西塞罗。

西塞罗认为翻译应该采取更加灵活主动的方式，以富有文采的语言表达出原文的风格[2]。国内对于直译

翻译方法的反思开始于鸠摩罗什。鸠摩罗什提出，应该考虑到原文与译文在文体、风格、文采上的差异，

以及如何在译文中体现出原文的文采[3]。由于直译翻译与意译翻译在翻译实践上存在较大差异，加之当

时较单一的翻译文本类型，因而造成了直译与意译二元翻译观长期平行并存的局面。直译强调对原文句

法与形式的忠实，无论是对词语的翻译、句子结构的翻译，还是篇章的翻译，都要遵照原文的结构，基

本不做调整与改动。意译强调对意义的忠实，为了达到对意义的忠实，可以灵活组织译文句法，改变原

文句顺。虽然直译与意译在之后漫长的翻译实践中得到了发展与融合，但直译与意译的二元翻译观奠定

了传统翻译理论研究的基础，“质”“文”之争也反映出人们对翻译本质认识的差异。 
柏拉图以“理式”寻求对世界万物本源的认识，提出了理念说与普遍主义，认为理念具有普遍的共

性，是殊相的共相、世界的本源。柏拉图将“理式”看作万物的原则，认为所有变化的个别都遵照“理

式”，反应出不变的理念与本源。重“质”的直译观正是这种“理式”观的反应，以“理式”寻求意义的

共相。最早对“理式”意义观进行反思的是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认为，说出来的语言是心灵的表现，写

出来的语言是说出来语言的表现[4]。亚里士多德将语言与意义的本质根植于心灵，从非理式视角阐释意

义的本质，区分了哲学研究的理性主义范式与人文主义范式，开启了哲学研究的形而上时代。因此，意

译观的提出看似是对重质轻文翻译方法的批判，实则是人们对于万物本源更深入的追问与反思。对于意

义的理性主义传统与人文主义传统之争，施莱尔马赫认为，意义应该被分为语法意义与心理意义，语法

意义指语言的句法与结构在意义表达中体现出的功能与作用，心理意义指心理因素对语言意义的影响。

尼采认为，语言不仅是传递意义的符号工具，更是意义的载体，不能剥离语言具有的人文性谈意义。维

特根斯坦区分了可说与不可说，认为世界上总有一类事物是无法完全以理性主义进行阐释与还原的，思

想、美、伦理属于这一类，用以表达这类事物的语言也同属这个范畴。 

2.2. 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 

14 到 16 世纪的文艺复兴运动使西方文明进入到第二个发展高潮，极大推动了翻译研究及实践，翻

译活动涉猎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明末清初，随着中西方交流的增多，西方传教士向中国引入

了大量科学技术类著作，开启了国内继汉唐佛经翻译以来的第二个翻译实践活动高峰。19 到 20 世纪，随

着中外翻译活动的日趋频繁，翻译研究者们开始系统反思翻译中的方法、策略以及翻译标准等问题。传

统翻译理论在大量现代翻译实践的积淀及探究下，在 20 世纪初出现了强调“对等”“忠实”的翻译原则。

“对等”“忠实”翻译原则强调在翻译过程中以原文为中心，把对语言本身的研究视作翻译活动的核心，

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寻求译文与原文在深层次语义、语言风格、语言功能等方面的对等。这一时期

国外翻译研究的代表人物有奈达、纽马克等人，国内代表人物为严复、傅雷、钱锺书等人。无论是国外

奈达与纽马克等人提出的对等理论，还是国内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理论、傅雷提出的“神似”说、钱锺

书提出的“化境”论等，都强调翻译过程中对语言本身的研究。 
20 世纪初翻译研究的发展与深化得益于 20 世纪发展起来的现代语言学与语言哲学。从学科内在关

系上，现代语言学中的语用学、语义学、语法学等学科和理论的创立及发展直接引发了翻译研究的新变

化，使盘恒近千年的二元对立翻译观发生了质的突破与深化，将翻译研究与实践的核心转移到对语言本

https://doi.org/10.12677/ml.2026.14111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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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的探索上，开启了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但从本质层面看，翻译研究的语言学转向是翻译研究与实

践发展的必然，因为翻译活动必须体现出语言的本质特征，20 世纪语言哲学对于语言和意义的深层次追

问与反思是翻译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根本动因。语言哲学对现代翻译的影响最早可追溯到逻辑原子主义语

言观。随着日常语言学派与意义整体论学派对逻辑原子主义学派的反思与批判，翻译研究也认识到，语

言的意义不仅受到语言要素与语法的制约，更是语境、语用、深层次语义综合作用的结果。从语言哲学

视域看，语言具有动态性、具身性、语境性、整体性，翻译活动必须充分体现出语言的本质特征。 
在语言哲学与现代语言学的启发与影响下，这一时期翻译研究与实践的主导思路为从语言学视域研

究翻译，包括对语法的研究、语境的研究、语用的研究、语义的研究等。“神似”说与“化境”论更是将

翻译研究与美学、文艺学、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从整体、综合、动态的视角深入探索语言的本质与真

谛。 

2.3.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 

随着全球化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快速发展，社会、经济、文化、政治、人文等各方面都经历了前所

未有的深度互动与融合。社会文化的快速发展与极大繁荣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无

法完全、充分解释人们的精神世界与心理活动。人的意识与心灵是无法以理性和科学进行充分阐释的、

大于科学与理性范畴的非逻辑领域[5]。在这样一种大的语境下，翻译研究开启了同社会文化相融合的文

化研究转向。翻译文化转向研究的标志性学者巴斯内特认为，翻译应被视为一种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与过

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文化因素与语境因素需要被高度关注，从这个视角看，译者绝不是机械的完成

语言浅层的形式对等，而是不同文化间交流的纽带与桥梁[6]。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过程从对语言内信息、语言本身的研究扩展到对语言外信息的关注，将

翻译过程看作是语言意义在更广、更深、更整体范畴内的动态对等。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翻译研究与

社会文化研究、思维学、心灵研究等学科相融合，极大拓宽了翻译研究的视角、深化了翻译的本质与内

涵。社会学中的多元文化主义、文学中的文化研究、语言哲学中的意义整体论、心灵哲学中的心理语义

研究、阐释学中的文本理论、美学中的世界文化研究等都对翻译的社会文化转向产生了重要影响。但由

于文化转向研究方兴未艾，且涉及多类跨学科研究，因而理论框架与体系都有待完善深入。本文认为，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启了翻译近千年来从原文中心主义到原文、译者、读者共同体构建的转变。原文、

译者、读者共同体强调翻译的整体动态性与世界性，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符号的转换，更是一种跨文化交

际行为[5]。在这个过程中，文本、译者、读者，构成了一个开放的共同体，翻译过程不是片面的、静止

的、机械的，而是在众多参与和影响因素中寻求语义整体的、动态的、具身的平衡。从这个意义上看，翻

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将原文、译者、读者放置在了平等的位置上，译者与读者不再是被动的“传声筒”与

“接受者”，原文、译者、读者对翻译中意义的传递和文化的沟通起到了同等重要的作用。 
从翻译研究及学科发展的过程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翻译是一种在文化、社会、历史、心理等语

言外因素的影响与参与下，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寻求意义的整体、动态对等过程。翻译中的对等不是机

械、片面的寻求同一，而是重视翻译过程与影响跨文化交际的语言外因素。以“青团”的翻译为例，机器

翻译的结果为“Youth League”，是一种机械的字面对应。从翻译的本质看，这类具有典型文化负载特征

的词汇需要从文化交流与语言功能的整体视角出发，以动态化的方式在翻译过程中达成语义的等值、实

现思想与文化的交流。 

3. 机器翻译计算主义范式研究 

现代计算主义思想始于生理学家麦卡洛克和数理逻辑学家皮茨。麦卡洛克和皮茨结合了图灵机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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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科学及神经科学成果提出，人类的认知活动是细胞在神经网络层面进行的一种计算[7]。基于该思想，

计算主义衍生出三个研究传统，分别是经典计算主义、联结主义、及计算神经主义。经典计算主义认为，

认知是一种符号计算，是大脑在物理层面执行的形式化符号处理。基于此理论的符号主义(又称逻辑主义)
成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的三大进路之一。联结主义认为，认知是一种神经计算，其研究的主要内容为神

经网络及神经网络间的连接机制和算法。联结主义成为当前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技术的主要研究进路。计

算神经主义的研究对象主要针对神经科学。虽然当前大语言模型机器翻译融合了语言建模、提示学习、

跨语言迁移等理论与路径，但其本质上仍根植于经典计算主义中的符号计算观与形式化语义计算观。 

3.1. 符号计算观解析 

经典计算主义认为，人类的认知与思维是一种基于规则和形式的符号处理、操作过程，同时，认知

过程可以用物理、形式系统进行映射(同构)，且认知过程是具有因果关系的状态转换。基于这两点，经典

计算主义提出了符号计算观。符号计算观认为，任何一个物理系统所处的物理状态都可以用符号计算的

方式进行描述，或以计算状态进行映射(同构)。按照这样的思路，可以假设，如果一个物理系统处于 S1
的物理状态，而 S1 的物理状态可以用计算描述、映射成一种计算状态 C1；此时若物理状态 S1 完成了从

S1 到物理状态 S2 的转换，那么可以看作是这个物理系统运行了一种特定的计算，使计算状态 C1 转换到

了计算状态 C2。整个计算过程的发生与运行都是由于物理系统的物理状态发生了变化，而物理系统之所

以可以用计算状态的转换来映射、同构这种物理状态的变化，是因为物理系统具有落实这些计算的形式

结构与因果机制。 
早期形式化符号计算观的最大局限是对于计算概念与框架的泛化。无论计算内容还是计算方式，低

级别的认知同构与高级别的认知同构都具有十分不同的过程与特征。认识到这一差别后，形式化符号计

算观对物理系统的计算能力与运行方式做出了更细致的描述：每一个物理系统的不同组成部分进行计算

的方式不同，一个物理状态的落实取决于系统的整体性和各个部分计算的落实，各部分计算在系统的整

体性框架下完成，并构成系统的计算整体性。 
经典计算主义对早期形式化符号计算观的发展与修正表明，经典计算主义认识到，人类认知系统既

具有系统整体性又具有局部性。局部在整体框架下存在，同时又构成了整体，这一主张符合认知系统的

动态平衡性与整体性。在经典计算主义理论的改良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为“心理模块”与“心理语言”两

个概念。经典计算主义认识到，人类心灵与心理过程是一种不同于身体与行为过程的特殊物理结构。虽

然心理过程发生于身体的物理结构中，心理状态可以用一定的物理状态来描述，但是心灵问题与心理状

态却是完全主观的、随意的、不受时空与物理限制的。对于心智的这种特征，经典计算主义认为，人类

的心理活动与心智状态是心灵在物理结构中执行的一套具有特殊的程序和算法的计算，这个结构与计算

是十分庞大、复杂的。为了体现这种复杂性，经典计算主义提出了认知计算的语义性特征，形式化语义

计算观应运而生。 

3.2. 形式化语义计算观阐释 

形式化语义计算观认为，认知是大脑对符号进行的形式化语义计算过程，物理系统的语义计算是物

理系统对符号的语义内容进行的“表征”。福多和派利夏恩等对语义计算观又作了进一步阐释：一个物

理系统具有语义计算能力，指其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符号进行形式化的语义表征[8] [9]。首先，语义计算

观认为，认知系统与数字计算机对信息符号的处理具有相似性。数字计算机对符号的处理是一种基于规

则的不可约性连续计算，这与认知系统的线性信息处理方式具有一致性。其次，语义计算观引入了表征

概念来阐释物理系统的语义计算过程，这是其与经典符号计算观的最主要区别。按照这一特征，任何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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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表征语义内容的系统都不是具备计算能力的系统。这种诠释与界定不仅更具现实性，而且明确了计算

系统所应具有的本质特征。“表征”的引入从一定程度上消解了外界对计算主义“泛计算化”的质疑，使

得计算主义理论更完备严谨、更具解释力与效力。 
形式化语义计算观对人类认知活动的阐释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第一，心智的表征活动必须要

从笼统的符号计算解释中区别出来。由于心灵的特殊质性，其运行的计算是心灵算法在复杂的心灵计算

系统中实现的心智计算。第二，虽然心智计算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其本质依旧是形式化的、算法化的、

符号化的。因此，语义计算观力求厘清心智的计算结构、计算过程、计算规则、计算特征。为了达到这一

目的，福多提出了“心理模块”与“心理语言”两个概念，来阐释心智表征活动的规则性与形式化。 
心理模块理论将认知看作一个包含多种模块的集合体，其主要包括信息符号输入模块、中央处理器

模块、及信息符号输出模块。符号输入模块与输出模块处于中央处理器的两端。符号首先通过感觉器官

以一种随机的、未被表征的原始信息状态输入到大脑中。信息在输入阶段是一个闭合的过程，即信息在

这个过程中并没有获得语义表征，因为感觉器官在这个过程中不加筛选的进行信息接收。接下来，未经

过表征的信息进入到中央处理器，“中央处理器”是不闭合的语义内容表征系统，这种“不闭合性”指认

知系统对外部环境和信息具有整体敏感性。“中央处理器”对信息语义内容的表征是基于规则的、形式

化的。最后，经中央处理器表征过的语义内容进入到信息输出模块，此模块输出的是表征了的信息语义

内容。从“心理模块理论”可以得出，“中央处理器”是揭示认知系统计算过程的核心。为此，福多提出

了“心理语言”概念。“心理语言”概念认为，人类的认知活动是以一种类语言的模式进行的，这种类语

言的模式被福多称为“思想的语言”[8]。“思想的语言”与自然语言的不同之处在于，自然语言是后天

习得的，而思想的语言是先验存在的。刚出生的婴儿虽然不能以自然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但他们也有

感知、诉求、及交流的认知行为。思想的语言与自然语言的相似之处在于，思想的语言同样兼具句法性

和语义性，思想语言的句法和语义由构成思想语句的语词符号决定。思想语言的语词符号是有限的，但

是其可以存在无限的排列组合方式，不同的排列组合方式构成的语句具有不同的语义。可见，思想的语

言可以有无限的表达形式，因而其具有无限的语义性。思想语言的灵活性与语义的无限性既契合认知的

特点，又能够以计算的无限性来体现：给定某种算法、程序和数据，计算机可以无限次的运算下去[10]。 

3.3. 联结主义范式考察 

形式化语义计算观及其理论内涵的延展虽相对早期符号计算观有所改良和推进，却仍未摆脱将认知

还原为可形式化计算的根本假设。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鲁梅尔哈特和辛顿等人为代表的联结主义

研究兴起，引发计算主义范式的重要转向：基于人工神经网络与深度学习的神经机器翻译逐步取代了早

期统计机器翻译，成为当前主流机器翻译系统的技术内核。从范式角度看，联结主义并没有脱离符号计

算观的理论本质，同样将认知行为和语言处理还原为形式化的计算。联结主义将语言处理还原为向量空

间中的高维数值运算，符号计算将语言处理还原为离散符号的句法操作，二者均假设认知和语言可还原

为某种形式的计算，差异仅在于计算的实现路径。需进一步阐明的是，联结主义范式虽在形式层面看似

规避了符号计算观封闭语义场的预设缺陷，但却并未真正突破意义的形式化计算与表征这一根本假设。

联结主义的内部语义表征系统虽具更高灵活性，原则上可被理解为一种连续的、分布式的语义编码，但

此种编码依然是面向计算的表征，而非面向语义理解的表征。因此，现代神经机器翻译虽显著提升了通

用领域译文的可读性，却并未从根本上改变机器翻译形式化计算的本质，无法从根本上消解将认知和语

言还原为计算带来的一系列语言意义转换难题。 
简言之，本节对联结主义范式的考察表明，当代机器翻译系统，无论是神经机器翻译系统，还是大

语言模型机器翻译系统，其所展现出的局限并非仅仅由于算法尚不成熟，而是计算主义范式将语言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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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为可形式化计算的根本性、结构性问题。 

4. 翻译本质属性视域下计算主义范式局限性分析 

如前文所述，以符号计算、形式化语义计算为核心的计算主义范式，在面对兼具社会性、文化性、

动态性、创造性与整体性的翻译活动时，显示出了固有的理论困境与实践局限。近年来，机器翻译研究

围绕语境缺失、文化失语、篇章断裂等难题发展出几类前沿技术路径：构建多语言知识图谱或采用检索

增强生成机制；文档级构建与长上下文建模；提示工程与上下文学习等。这些路径虽各有所长，却均未

触及“意义可否被完全形式化表征”这一根本问题，因而其改进路径的本质是增量式、有限度的。这正

印证了本文的核心判断：计算主义作为机器翻译的核心底层逻辑与主流理论进路，其技术逻辑与翻译的

本质形成多重背离，这种局限性并非单纯算法或数据层面的技术问题，而是底层范式与学科逻辑的本质

冲突，主要表现为如下几个方面。 

4.1. 形式化计算脱离了翻译的语境动态性 

翻译是一种极富语境影响性的动态意义转换，翻译的语境性包含文内语境、情景语境、社会历史语

境三大层次，语境的变化会直接改变语言的表层含义与深层内涵，这也是翻译本质的核心特征之一。计

算主义范式以静态规则与固有符号体系为运行基础，从底层逻辑上消解了语义的动态演变，这是其无法

突破的理论局限。 
经典符号计算观认为，符号与语义的对应关系是相对固定的，计算过程是在既定规则下的状态转换。

机器翻译依托大规模语料训练形成符号–语义的对应模型，本质是对过往语言样本的静态归纳，只能应

对语境单一、语义直白的标准化文本。例如，英文句子“The chicken is ready to eat.”一句存在结构歧义，

在饲养场景语境中可理解为“可以给鸡喂饲料了”，而在就餐语境中则意为“鸡已经做好，可以食用了”。

机器若只做局部句法匹配，容易输出单一译法而丢失语境歧义。这表明，一旦进入动态化语境场域，静

态符号体系便会失效。首先，即时的文内语境具有随机性与动态性，同一句话在不同段落、不同对话场

景中的语义截然不同，机器无法实时捕捉语境的细微变化，仅靠局部句法做机械匹配，极易产生语义的

错位。其次，情景语境包含交际场景、交际身份、交际意图等要素，在不同语境下，语言的表达风格、正

式程度、言外之意都存在巨大差异。人类译者可以快速识别交际场景并调整翻译策略，而机器难以区分

语言的“字面意义”与“言外之意”，对于反语、幽默、暗示、语义歧义、不完整表达等语用现象，往往

仅靠形式化计算拆解字面符号，导致意义转换难题。 

4.2. 纯粹的数理逻辑消解了翻译的社会文化性 

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表明，翻译本质是跨文化的交际活动，语言是文化的载体，词汇运用、句式结

构、表达习惯都承载着社会历史、风俗习惯、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丰富的文化内涵，文化负载词、文化

意象、文化典故是翻译中无法回避的核心内容。但计算主义纯粹的数理逻辑体系以数理运算、符号映射

为唯一路径，完全剥离、消解了语言的社会文化属性，这也是机器翻译目前仍无法达到高质量、全自动

译文输出的主要根源。 
计算主义范式将语言视为单纯的符号，忽略符号背后的文化属性。前文所举“青团”译为“Youth 

League”一例，正是典型体现：机器仅执行字词符号的一对一匹配，无视语言背后的历史、文化、价值观

内涵，割裂了语言与文化的统一关系。类似地，汉语中的节气、习俗、传统典故、神话意象、礼仪用语，

外语中的宗教类词汇、地域俚语、历史故事等文化负载内容，同样无法仅仅通过形式化计算完成意义的

完整、准确传递。从文化的本质看，文化信息是非形式化的，无法完全被量化、编码、拆解。由于机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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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文化认知、文化共情与文化解读能力，既无法识别语言中的文化属性，也无法在目标语言中匹配对

等的文化表达。由于机器翻译受限于计算主义的数理本质，只能完成语言符号的计算与转换，而非文化

价值的传递与交流。机器既不具备文化阐释能力，也无法根据目标受众的文化背景调整翻译策略。此外，

翻译作为社会性活动，还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群体思维习惯、地域文化差异的影响，这些隐性的社会

文化要素往往无法被转化为计算规则，直接导致计算主义范式在跨文化翻译场景中的失效。 

4.3. 算法化模拟难以再现翻译的主体性与创造性 

翻译并非机械的复制行为，而是极具主体性与创造性的人文活动。从传统直译、意译之争，到翻译

的文化转向，均印证了译者的主观理解、审美判断、艺术再创造是翻译的重要组成部分。译者作为翻译

活动的核心主体，会结合自身认知、审美、思维方式等主观因素对语言意义进行解读、重构与适应性表

达。尤其文学类翻译如诗歌翻译、小说散文翻译等，译者的主体性与创造性更是翻译活动的要素与精神。

计算主义范式以算法模拟替代主体思维，否定了翻译的主体性，也消解了翻译的创造性。 
无论是经典符号主义还是当下主流的联结主义深度学习，机器翻译的核心都是对人类已有翻译样本

的概率拟合与算法复制，而非独立的理解与创造。计算主义秉持认知是规则化的计算过程理念，试图用

统一的算法模拟人类认知，陷入了理论无法突破的固有困境。人类的思维并非能完全形式化，面对同样

的原文本，不同译者会产生出不同的解读，衍生出风格迥异的译文，这种差异化的思维内容输出，是个

体认知、审美、经历等主观、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存在唯一的“标准答案”。例如，对于莎士比

亚《哈姆雷特》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的翻译，朱生豪译为“生存还是毁灭，这是

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梁实秋则译为“死后是存在，还是不存在，——这是问题”。可见，不同译者对

语言意义的解读不同，因此译文风格与表达侧重也不同。机器翻译追求最优概率输出，只可能生成语料

中出现频次最高的译文，究其根本，是因为机器无法像人类一样思考、创造。计算主义可以模拟语言的

外在符号形式，却无法完全、准确模拟人类的高级别认知行为、审美感知与艺术表达。诗歌的韵律、文

学作品的文风、散文的意境、小说的人物精神，都需要译者进行跨越语言层面的深度语义解读与美学创

造。机器的固定、单一算法运算只能做到句式通顺、语义表层准确，无法完成意境再造、风格再现与美

学升华。同时，原文、译者、读者构成的三元视域融合共同体，是翻译文化转向的重要结论，读者的接受

习惯、审美偏好也会反向影响翻译策略。机器翻译无法兼顾译者主体性与读者适应性，始终以单一、机

械算法输出固定结果，脱离了翻译活动的多元视域融合互动本质。 

5. 结语 

综合上述阐释分析，计算主义范式与翻译本质属性之间的矛盾，体现了形式运算与整体意义、静态

规则与动态融合的冲突。依托计算主义逻辑进路，机器翻译实现了语言符号的高速转换，在科技文献、

商务文书、新闻资讯等语义直白、逻辑句法规范、文化负载信息含量不高的标准化文本翻译中具备显著

优势，这也构成了机器翻译的适用场景。但作为人类最高级别的认知行为之一，翻译活动的本质是融合

文化属性、创造性、语境动态性、主体交互性、视域融合等人文本质的整体语言意义转换，纯粹的计算

主义范式无法实现非形式化人文因素的模拟与复制。计算主义可以模拟语言的外在形式，却无法完全模

拟人类的思维认知、心智体验、审美创造与跨文化价值传递。这也意味着，机器翻译的发展存在边界：

它可以作为高效的翻译辅助工具，来承担基础性、重复性的翻译工作，却难以完全取代人类译员。指出

算法的边界并不等同于否定人机协同的价值。在人机协同的翻译实践中，人的“主体性”与机器的“算

法”并非取代关系，而应是双向互动与融合。但必须要看到，这种融合是有条件、非对称的。算法所内化

的是人类译者既往的认知判定痕迹，无法生成新的价值判断，更无法为译文承担文化与伦理责任。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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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人类译者的持续介入与判定输入，机器系统便会退回至无主体的统计概率输出。因此，人机协同的

良性形态应是承认差异、明确分工、由人主导，应是人的主体性驾驭算法，而非算法消解人的主体性。 
未来研究应正视计算主义的固有局限，在辩证把握人机关系的基础上，厘清机器翻译与人工翻译的

边界与交集，同时推动翻译理论、文化研究、认知科学与 AI 技术之间的跨学科融合，在形式计算与人文

语义之间寻求最佳的动态平衡。尤其要关注低资源语言、弱势文化、语言多样性保护、跨文化与技术伦

理，避免技术加剧社会与文化的不平等现象等。机器翻译的可持续发展，或许不在于“取代”人类译者，

而在于成为人类译者的延伸、跨文化理解的桥梁和人类多语交流的基础设施。翻译的本质也可能在技术

的介入下被重新提问：哪些意义可以被计算，哪些不可被计算，哪些语言转换应由机器承担，哪些必须

由人类来守护，都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不断反思与解答。只有在效率与伦理、技术与人文、普遍性与差异

性之间保持包容与开放，才能推动机器翻译朝着更负责任、更具效率、更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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